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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文化对嵌入式技术海外转移的影响
——以蒙内铁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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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关注的重点，也是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化铁路项目具有“自然垄

断”、投资大、涉及地域广的特点，其建设对运营制度与文化的依赖性强，属于一种典型的变革

性项目和嵌入式技术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建设相对薄弱，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且

往往不具备铁路运营技术与能力，因此中国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从设计—建设—运

营乃至投融资进行全链条考虑，并将铁路项目作为“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进行培育，即通

过制度保障、文化相互适应以及技术标准、管理模式、产业链条的属地化管理，来保障项目的成

功运营。蒙内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出去”较为成功的案例，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总结了“技术—

制度—文化”复合体海外发展模式，从而为推动海外项目建设与运营成功、“一带一路”建设向

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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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1985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增加，并成为跨国公司拓展海外市场
的主要途径[1]。与此同时，接受并合理利用外商投资是东道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
式[2-3]。在此背景下，如何营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成为跨国企业和东道国共同的关注
重点[4-5]。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环节，也是弥补地区间
技术差距的有效方式[6]。根据国际技术转移理论，实现技术转移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市场
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7-9]。其中市场贸易包含技术或专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市场途径
出售，以及签订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商业协议等方式[10]。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实现技术
转移的方式较为多元，主要包含创建子公司以接受母公司的技术转移以及企业共同研
发、技术交流、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在研发领域进行的国际产业合作等[11-14]。以上途径重
点关注技术本身的转移，未考虑到技术的生存环境，因而仅适用于两种情况：① 技术转
移主体双方具有相似的政治、文化和市场环境，技术的生存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② 技术
本身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强，可以很好的嵌入到东道国的环境中。

然而，技术转移不是单一的过程，而是转移、东道国企业和国家的认同、吸收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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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等多个过程的复合体[15-16]。技术转移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转移双方技术差距，东道

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而后者更是技术转移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17-19]。由于不同

项目和东道国的最适合政策环境存在差异，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投资实践案例中的政策流

动或政策复制（Policy Mobility），如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19]以及海外园区的建设[20-21]等。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大、技术

性强等特点，因此也一直是跨国投资中关注的焦点[22]。20世纪初期，在殖民历史时期，

随着铁路建设与运营技术的完善，出现了第一批跨国铁路投资与建设项目，如英国在肯

尼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铁路建设[23]，日俄等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建设[24]；也有由于殖

民国家与被殖民地的矛盾而引起的第三国投资，如20世纪初期法国在阿根廷投资的铁路

项目[25]。在这个阶段，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属于强制性嵌入，并不存在技术转移以及属地

化管理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实施基础设施部门私有化并放

松管制[26]。私有部门间的竞争打破了垄断的局面，刺激了外商投资进入[27-28]。在此背景

下，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空前增加，冲突和风险不可避免[29-30]。Ramamurtia等

指出，基础设施与制造业相比，海外投资仍存在极大风险，原因为：① 发展中国家政治

格局动荡、相关制度建设薄弱，增加了投资环境的不稳定性；② 基础设施部门的“自然

垄断”特性，阻碍竞争和导致市场失灵[31]。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基础设施联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较差，技术装备水平严重滞后，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障碍。各国政府

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完善本国基础设施，从而引起基础设施修建的热潮[32]。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实施建设，一些项目已经投入运营。

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第三方评估[33]，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设施连通性指数从2013年的5.02上

升到2018年的6.73，仅提高了34.1%。在五通指数中，设施联通性指数远低于经贸和政

策联通性。2018年 8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34]，这

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新要求，也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未来一段时间内，

如何提升设施联通性，并保障境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运营的成功，对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境外已建设或正在建设的铁路项目较多，需要对已有成功项目的建设模式进

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并提出对未来“一带一路”铁路项目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的理论知识。在此背景下，本文以蒙（巴萨）内（罗毕）铁路为案例，提出了“嵌入式

技术转移”（Embedded Technology Transfer）的概念，构建“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

的跨境转移模式，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技术走出去提供理论指导。

2 从“技术转移”到“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发展模式

20世纪60年代中期，技术转移在国际经济理论和技术理论中首次被使用。随着学术

界的研究，总体上技术转移可以被认定为是有形知识体系（产品、设备、零部件等）、无

形知识体系（专有技术、专利、技术标准、技术许可）以及存在于国家、地区、企业、

组织以及个体之家的宏观和微观信息流动，后者可以通过书面文字或“干中学”的过程

来实现。传统意义上，技术转移的成效主要取决于技术引进方、技术输出方和技术本

身，可以用一个三维的数学函数表达式V=（X, Y, Z）来表示，即技术转移的最终效果取决

于不同发展状态的技术（X）、引进方的能力（Y）和输出方战略（Z）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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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认知中技术是通用的，可复制性
强，但这仅仅是针对技术本身而言。实际上，技
术转移是转移过程、东道国企业和国家的认同、
吸收和传播等多个过程的复合体，受到转移技术
的类型、技术本身生存环境以及转移主体双方制
度和文化环境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5-16]。不同
类型技术转移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对通用型技
术（生产制造等相关技术）而言，通常对输出方
的制度和文化依赖性较低，且其生存和发展的必
要条件为适应引进方的制度和文化环境[5]。因此，
通用型技术的转移较为容易。但对于大型基础设
施项目如现代化铁路而言，由于具有“自然垄
断”的属性，其运营已根植于技术输出国特定的
制度与文化“土壤”中[31]，当此类技术转移到制
度和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时，则需要从“技术—
制度—文化”复合体来综合考虑。因此，技术转
移难易程度可以大致表达为3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技术对制度与文化的依赖程度、转移双方的
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图 1）。技术对制度、文化
的依赖性越大，转移双方的文化和制度差异越大，技术转移越难，反之越容易。

由于铁路建设项目投资大、涉及地域广，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属于
一种典型的变革性项目[35]。在项目建设与运营过程中，由于投资资金往往采用向技术输
出方进行借贷的形式获得，而技术转移又往往是在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的过程中完成
的，因此其更依赖于地方的制度与文化。本文定义的嵌入式技术转移 （Embedded
Technology Transfer）指随着重大项目的建设，某一变革性技术从技术输出国家到技术引
进国家的移动、结合和演化过程，为了培养适合技术在引进国“生长”的土壤环境，在
适当改良技术本身的同时，必须重构适合技术生存的引进国制度—文化的土壤，从而形
成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函数可以表达为：V=（X, Y, Z, S, C），其中，S表示支撑技
术发展的制度，C表示技术所需适应的地方文化。理论上而言，技术转移既要主动适应
技术引进方的“制度与文化约束”，但又必须在此基础上，建设一套符合项目技术生存的
制度体系和文化环境。

蒙（巴萨）内（罗毕）铁路是中国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较为成功的案例。
由于中肯两国在制度、文化、技术方面的差异，东道国政府与中方企业在制度建设、文
化适应、技术标准等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并取得了成功。在对蒙内铁路实地调研的基
础上，本文对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技术—制度—文化”海外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
以期对后期中国类似海外建设项目提供经验借鉴与理论指导。

3 蒙内铁路案例研究

3.1 项目建设背景与过程
3.1.1 项目建设背景 肯尼亚国土面积为 56.9万 km2，2018年人口总量为 4970万，GDP
788亿美元，是东非第一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增长率达6.3%），

注：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以及技术对制度与文化

的依赖程度越接近O点，对技术转移的约束越小，

技术转移越容易成功。如V1的技术转移较V2更

容易成功。

图1 制度与文化差异对技术转移的约束
Fig. 1 Restriction on technology transfer by

the differences of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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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以私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形势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首都内罗毕和港口城市蒙
巴萨是肯尼亚人口最集聚、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类似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其
中，内罗毕人口440万，是非洲第四大城市；蒙巴萨为东非第二大港口，2016年港口吞
吐量约2736万 t，集装箱109万TEU。随着肯尼亚国内政治格局的稳定，社会经济开始快
速发展，蒙巴萨港口运量逐渐增加，对港口与腹地之间的运输需求急速上升。肯尼亚原
有的米轨（蒙巴萨—内罗毕—坎帕拉）为 100多年前英国殖民时代修建，因年代久远、
设施老化严重，全年运输量已下降至百万吨以下，不到蒙巴萨港吞吐量的2.5%，且事故
频发。由于米轨铁路难以满足大宗货物运输和旅客运输的需求，滞港货物堆积如山，大
部分疏港物资只能通过A109公路运输，物流成本激增，制约了肯尼亚经济发展。因此，
肯尼亚亟需在蒙巴萨—内罗毕之间建设一条现代化铁路，以解决以蒙巴萨港口为主的货
物运输服务。2008年肯尼亚政府发布了《2030年远景规划》，其中蒙内铁路为旗舰项目。
3.1.2 项目建设过程 蒙内铁路全长472.25 km，东起肯尼亚东部港口蒙巴萨，西至首都
内罗毕，是中国在肯尼亚修建的一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标轨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
来的最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建设过程如图2所示。2009年中国路桥与肯尼亚铁路公
司签署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2011年双方谈判确定了蒙内
铁路采用中国技术标准。2012年肯尼亚铁路公司（KRC）与中国路桥工程责任有限公司
分别签署了蒙内铁路线下和线上工程总承包商务合同。2013年8月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访
华期间，与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了蒙内铁路融资备忘录的签署。2014年3月在李克强总
理和东非领导人的见证下双方签署融资协议。2014年年底蒙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2016
年10月铁路正线全部贯通。2017年5月31日铁路正式开通旅客运输，肯尼亚总统成为第
一位乘客。2018年1月蒙内铁路开通货运。蒙内铁路正线采用单线，为内燃机系统，设
计客运时速120 km/h、货运时速80 km/h，设计运力2500万 t/年，采用中国国铁一级标准
进行设计与施工。

3.2 投融资结构与运营模式
蒙内铁路累计投资额达38亿美元，其中90%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融资，10%

为肯尼亚财政资金。贷款融资包括优惠贷款与商业贷款，并约定到期采取优惠出口与自
营贷款的方式偿还。蒙内铁路建设与运营阶段的参与方包括：肯尼亚政府、业主方（肯

图2 蒙内铁路项目的推动过程
Fig. 2 Timeline of the Mombasa-Nairobi standard gauge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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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铁路公司（KRC））、咨询联合体、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路桥）
（图 3）。其中，肯尼亚政府负责制定铁路建设与运营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以及征
地等。肯尼亚铁路公司作为业主方，代表政府拥有铁路的建设、运营和维护权限。咨询
联合体由中国铁路设计集团牵头，与肯尼亚当地公司共同组成，主要负责机车车辆设备
采购、施工监理等工作。在项目建设初期，中国路桥仅考虑作为工程总承包（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EPC）项目，负责整个项目工程的勘察、设计、采购、施
工、试运行等过程，但之后发现当地并不具备铁路运营能力，铁路无法建完后直接交付
使用，因此中国路桥通过购买澳大利亚一家铁路运营管理公司——约翰·霍兰德公司，从
而获得运营资质。但由于各国铁路建设与运营技术具有独特性，约翰·霍兰德公司的运营
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不适宜用于蒙内铁路，因此中国路桥在国内重新组建符合“中国技术
标准”的铁路运营团队。之后，中国路桥应邀通过“5+5模式”，签约承担一定时期的运
营责任。其中，前 5 年由中国路桥负责运营，并在运营过程中培养肯方的相关技术人
员，以“实现对当地的技术转移”，5年后由肯方接管。

3.3 客货运量增长趋势

蒙内铁路的开通将蒙巴萨和内罗毕之间的陆路运输时间从多于10 h缩短至4 h。自开

通后，客货运量迅速增长（图4）。截至2019年4月，蒙内铁路运行安全，累计发送旅客

291.8万人次、货运424.8万 t。目前，蒙内铁路每天双向开行客车2对、货车15对，成为

全球热门观光旅游线路之一，并带动了沿线区域经济发展。

4 制度和文化约束下的铁路技术转移

蒙内铁路从签署MOU到建成通车，前后历时8年，累计投资额达到38亿美元。由于

铁路的“破坏性”和地域嵌入程度都很高，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

图3 蒙内铁路建设与运营模式
Fig. 3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of Mombasa-Nairobi S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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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革，属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典型的“变革性”项目 [35]。与通过“贸易”或
“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的技术转移不同，“变革性”项目的资金来源往往由外商直接投资
向政府借贷转变，利益主体由跨国企业变为东道国政府，技术转移的模式也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需要深深嵌入到制度和文化环境中，属于“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图5）。

4.1 制度层面
中肯双方政府高层高度关注，有助于迅速制定和完善铁路生产、运营的相关制度与

法规。蒙内铁路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与肯尼亚2030远景规划有机结合，其成功离不
开大时代背景下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对中国而言，蒙内铁路项目是中非产能合作的样
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大地的早期收获成果，项目的成功与否具有极大的示
范效应和社会影响。对肯尼亚而言，蒙内铁路是肯尼亚2030远景规划的旗舰项目，是举
肯尼亚全国之力建设的“世纪工程”“一号工程”，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的最大基础设施投
资项目。因此，蒙内铁路受到了中肯两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从而为项目的顺
利推进以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筹得项目财政资金，肯尼亚政府借
鉴中国以铁路建设基金支持铁路事业的方法，快速立法通过了《铁路发展基金法》，设立

图4 蒙内铁路客货运输增长态势
Fig. 4 Growth of passengers and cargoes of Mombasa-Nairobi SGR

图5 制度—文化约束下的铁路技术海外转移模式
Fig. 5 Technology transfer to overseas country in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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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发展基金优先用于还款。与此同时，肯尼亚政府出台了相关的铁路安全生产法、铁
路安全运营法（图5）。为了实现铁路的正常运营，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每季度赴蒙内铁路
项目现场视察工程进展，召集内阁现场会议，并就征地、拆迁、工作签证等问题逐项落
实，从而保障了项目的建设顺利进行。

肯尼亚政局相对稳定，国家领导人连任执政有助于保障铁路运营制度和政策的稳定
性与连续性。肯尼亚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由直接普选产生，每届任期5年。项目建设期间，肯尼亚主要存在以肯雅塔和奥廷加为
核心的两大政党结构。2013年3月，“朱比利联盟”候选人乌胡鲁·肯雅塔当选肯尼亚第
四任总统，蒙内铁路是肯雅塔执政期间的重要政绩项目，从而有助于制定铁路安全生产
方面的相关制度。2017年10月，肯雅塔在大选中获胜。肯雅塔总统的连任成功，有助于
保障早期铁路项目相关制度的稳定性，且新政策容易具有连续性。2018年1月，蒙内铁
路开始承担货物运输，为了吸引足够的货源，肯尼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提升货运
量的政策。具体包括：① 降低米轨货运量；② 通过港口与铁路的货运担保协议、铁路
与国际物流公司的合作协议，提高标轨铁路货运量；③ 实施配套工程—内毕罗集装箱内
陆港（干港）扩建方案，并要求内罗毕以远货物在内陆港进行清关与结算，以降低蒙巴
萨港的压力；④ 降低铁路运输费率、减免返程货物的码头装卸费用等。以上一系列的政
策与措施均有助于提升蒙内铁路的市场竞争力，并快速提升货物运输量，从而保障铁路
项目的成功运营（图4）。
4.2 文化层面
4.2.1 铁路文化方面 肯尼亚主要为桑布鲁人和马赛人，整体发展阶段仍处于农业社会，
尚存少量游牧民族。在当地，水和粮食不能得到充足供应，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受早期
英国殖民历史的影响，肯尼亚民众对自由、平等的意识相对较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民众不太愿意接受工厂“准时”作息制度的约束，对“工业文明”持怀疑态度但又不断
被融入。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铁路运营经过上百年的发展，铁路运营的法律法规以及
相应的铁路文化已经非常成熟，一般不再被人们关注。在中国的铁路管理体制中，安
全、高效是铁路运营的两大目标，为此国家制定了《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而铁
路运营部门更是实行“半军事管理”文化，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与操作章程，执行

“严格准时制度”和“下级决定服从上级命令”的观念，从而保障列车的安全与高效运
行。因此，当中国技术标准铁路在非洲国家建设时，中国铁路的“半军事化”管理文化
与当地的“农耕/游牧”文化如何融合，则成为铁路运营技术转移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
（图 5）。考虑到中肯双方在文化环境方面的差异，中国路桥通过企业文化、企业管理规
章制度、员工培训、“干中学”等机制的建立，培育地方民众和员工铁路运营技术与标
准，对铁路的安全、高效运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2.2 社会文化方面 肯尼亚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历史，是一个融合斯瓦希里文
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甚至印度文化的多元文化国家。全国人口的45%信奉基督教
新教，33%信奉天主教，10%信奉伊斯兰教。当地民众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
仰、饮食习惯等各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并与欧美国家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但与中
国的儒家文化则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地方民众对“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中国企业”具有一定的不信任感，并容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潜在的文
化冲突与风险。此外，肯尼亚工会组织力量较大，因工资和福利待遇等问题罢工现象比
较普遍，给正常社会秩序带来较大影响。而地方媒体报道的自由权限较大，并容易偏向
于西方价值观理念，对中国投资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腐败、不透明的合约实践、融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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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社区以及劳工等方面都非常关注，一旦处理不当，则容易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总
之，当地多元的文化生态和自由开放的媒体生态，对技术转移形成了一定的文化障碍。
为此，蒙内铁路项目部紧密联系各方媒体，加强铁路正能量宣传，将蒙内铁路内罗毕和
蒙巴萨火车站作为教育示范基地，组织小学生体验蒙内铁路标轨列车，让小学生及地方
民众逐步了解到现代铁路文化和工业文明带来的效益，从而尽可能地降低文化冲突。
4.2.3 生态文化方面 肯尼亚是世界上拥有野生物种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非洲自然保护
区最多、非洲生物聚集最为集中的国家之一。由于肯尼亚政府高层大多在英美等发达国
家接受高等教育，环保意识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及境内出现的诸多环境问题，构建了
较为完整的环保法律框架，如《肯尼亚宪法》（2010年）、《肯尼亚环境管理法案》（1999
年）及各领域法律文件（《野生动植物法案》（2013年）、《森林法案》（2005年）、《水资
源法案》（2002年）），并签署了多个双边、多边环境协议。因此，肯尼亚对境内的投资
项目均有着十分严格的环境约束与野生动物保护标准。由于蒙内铁路部分线路通过世界
闻名的察沃国家公园，生态文化保护对保障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维持铁路正常运营
至关重要。在建设期间，中方企业积极与当地和世界环保机构（中非联合研究中心、联
合国环境署）进行环境对接工作，充分利用环保机构资源，提前开展环境评估工作，并
积极开展年度环境攻坚活动。在运营过程中，采购对环境影响设备最低的运输设备，严
格控制“废气”“废油”“废水”等的处理工作，尽量降低对地方环境的影响。在野生动
物保护方面，制定《蒙内铁路运营公司对环保和野生动物保护措施》、《蒙内铁路运营公
司防撞大型野生动物应急预案》，严格落实东道国环保措施，铁路全线设置14处大型野
生动物通道，桥梁61处，涵洞600处，保障动物自由迁徙，并通过设置电栅栏和B型栅
栏有效防止野生动物误入铁路线。

由于中肯之间存在较大的铁路文化、社会文化和生态文化差异，而铁路运营又需要
深深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因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方企业需积极与地方进行文
化沟通与融合，维护对外宣传和公共关系，加强与地方社区的沟通协调，并积极落实企
业社会责任。蒙内铁路项目在建设与运营过程中，中国路桥连续3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组织地方社会公益活动 220 余次，并实施了捐资助学、水源分享、水利设施援
助、免费医疗下乡、道路修复、保护野生动物等系列社会责任活动，以实际行动造福肯
尼亚人民，从而为铁路运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4.3 技术层面
4.3.1 技术标准“属地化” 中国是世界上铁路建设、运营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高速
铁路代表了中国铁路技术标准的最高水平。与此对应的是，铁路速度越快、技术水平越
高，建设成本与运营维护费用呈指数增长。由于肯尼亚政府精英阶层大部分在西方受过
良好的高等教育，对现代铁路技术追崇“高标准”要求。因此，在蒙内铁路项目设计前
期，“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标准？”成为讨论的焦点，前期争论主要围绕铁路建设
标准采用电气化铁路还是内燃机铁路、双线铁路还是单线铁路展开。中国路桥、中铁设
计前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包括预可行性研究、第一次可行性研究（设计为160 km/
h，双线）、第二次可行性研究（设计为120 km/h，单线）。根据肯尼亚国情、社会经济发
展现状以及预算投资额，经过现场踏勘、考察和谈判，在详细调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
上，最终提出了蒙内铁路应实施“标准轨距、单线、设计速度120 km/h、内燃牵引、客
货共线铁路”的技术标准，预留了电气化和复线条件。正因为中方企业坚持以“符合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为原则”的技术标准制定方案，在既有投资额不变的前提下，能够保障
诸多桥梁、涵洞的建设，实现铁路全线无平交道口，从而极大地降低了野生动物撞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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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件的发生频率，有助于保障列车的运营安全与运营速度。经过两年多的运营实践

证明，蒙内铁路项目设计的技术标准适当，符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同时也为铁路

升级改造留有余地。

4.3.2 项目管理模式“属地化” “属地化”是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按照国际规范和当

地法规制度对海外项目进行经营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经营属地化、管理属地化、人员

属地化和待遇属地化等方面。蒙内铁路在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坚持管理模式的属地化原

则，具体包括：① 经营属地化，运营公司大部分基础服务类、班组管理类岗位已基本实

现属地化，核心运输的调度指挥中心拥有4名肯方员工，33个车站中有25个车站的运输

管理工作全部由肯方员工负责，客运车队的属地化率到98%。② 管理属地化，运营公司

根据属地化技术转移要求和当地员工岗位晋升需求，制定了《员工技能晋升管理办法》、

《员工教育培训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积极开展入职前培训、岗中培训、岗中脱产培训

和能力提升培训，累计晋升基层肯方管理人员 120 余人。在高级管理人员中，累计晋

升、补充肯方48人，占比达到36%。③ 人员属地化，是属地化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既需要考虑东道国政府对当地员工比例的要求，又需要考虑跨文化融合、企业社会责

任、技术转移等因素。项目在建设期间累计为当地提供了4.6万个就业岗位，其中肯方员

工4.18万个，肯中员工比例高达15∶1；运营公司中拥有肯方员工2762名，属地化管理达

到76%。④ 待遇属地化。项目采取符合当地用工实际的人员管理模式，统一全线当地员

工工资待遇，按规定缴纳社保、建立当地雇员职业发展通道、重视员工关系等措施，项

目实施过程中中方企业加强对当地雇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培养了大量的铁路建设、铁路

运营技术人员；每年全额资助大批高中毕业生赴北京交通大学学习，帮助肯尼亚建立铁

路工程专业，并培养高层次人才。

4.3.3 产业链条“属地化” 在建设过程中，由于肯尼亚的建筑材料、施工工艺、劳动力水

平，均与中国都存在差异，若照搬中国的施工模式，则容易造成建设标准的“水土不

服”。中国路桥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通过协助当地企业进行钢材、水泥生产线的升级改

造，带动当地企业产品升级，生产符合中国标准的产品；并建立物资采购平台，合理利

用当地的钢材、水泥、油料、火工品等材料，帮助实现产业链条的“属地化”，并有效降

低项目建设成本，促进本地就业，从而实现双赢。

5 讨论

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境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刘卫东等根据项目/技术的“破坏性”和地域嵌入程度[35]，将“一带一

路”建设项目划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合作园区四大类，用于识

别项目对制度和文化的敏感性。现代化铁路项目作为典型的变革性项目，其在国内的建

设与运营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土壤”环境中，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

建设相对薄弱、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且往往不具备铁路运营技术与能力，当“中国标

准”的铁路建设项目被直接复制到非洲国家时，将给中国企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蒙内

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出去”较为成功的案例，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总结了其成功的经

验，即“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海外发展模式，通过建设与完善相关法律与规章制

度、文化相互适应以及技术标准、管理模式、产业链条的属地化管理，有助于中国铁路

境外建设项目与运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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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发现，在“嵌入式技术”海外转移的过程中，技术对制度与文化的依赖

性、技术输出方和引进方在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差异以及中方企业、东道国政府对应的共

同努力，对技术转移能否取得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忽略了对技术—制度—文

化复合体的整体性考量，则项目运营往往难以取得成功。20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坦赞

铁路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而亚吉铁路则由于未考虑到制度与文化“土壤”的差异，对

“技术标准”的设计脱离了当地实际需求，从而导致其运营至今仍存在问题。因此，中国

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从设计—建设—运营乃至投融资进行全链条考虑，并

将铁路项目作为“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进行综合设计、建设与运营，这样将有助

于规避风险、提高项目成功概率，也将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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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an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Mombasa-Nairobi standard gauge railway

WANG Jiao'e1, 2, DU Fangye1, 2, LIU Weidong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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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was proposed, the pace of projects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has been accelerated, which accumulated much experience in the
going-out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BRI. Modern railway projects are characterized by "natural
monopoly", as well as huge investment and extensive geographical coverage. Moreover, their
construction is a typical transformative project, which embedded the necessary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are characterized by weak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lack of regulatory system, and underdevelope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refore they cannot
operate and manage the railway system. In this context, all links, including financ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going-out process of China's railway
system. The transfer subject is the technology- institution- culture nexus which takes railway
technology as the core. In other words, to achieve railway technology transfer successfully, the
host countries should offer rational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Besides, the
technical standard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ode, and industry chain in the
process of railwa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need to be localized. Mombasa-Nairobi standard
gauge railway is a successful going-out case of China's railway technology. Learning from the
case,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embedde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nstruct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echnology- institution- culture nexus transfer.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fer of transformative projects or technologies betwee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s.
Keywords: enterprise; overseas investment; technology-institution-culture nexus; transformative
projects; going-ou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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